
　　债法总则消亡史

朱 庆 育 

内容提要：我国民法典无债法总则之设置，并非偶然，而系数十年累积而成的强大立

法惯性使然。立法史上，债法总则仅出现于 １９５０年代第一次民法典编纂。此后出现
两项抑制债法总则的关键因素：一是 １９６０年代确立的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
二分格局，二是１９８０年代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与合同编分庭抗礼。两项因素所代表的
法典观念与技术通过民法通则及环民法通则单行法，不断强化排斥债法总则的惯性。

在由单行法直接转换为法典各编的编纂原则下，债法总则终遭２０２０年民法典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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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民法典颁布前，虽然多数学者主张应为债法总则独立设编或分编，俾可整合意定之债与法
定之债的共通规则，〔１〕学者之民法典建议稿亦均备有债法总则的独立编制，〔２〕但最终通过的

七编制的民法典既无统一债编，亦无债法总则编。债法规范被拆分至合同与侵权责任两编。法

典第三编 “合同”包括 “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三分编，形式上，除典型合同外，两

种重要的法定之债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因位于第三分编而同处 “通则”分编的辐射范围

内。至于侵权行为之债，则以侵权责任之名单列为第七编，为法典殿后压阵。

　　从立法机关官员的表述中可以看到，立法机关并非未意识到债法体例之学界讨论。早在第
四次民法典编纂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民法室主任王胜明即于２００３
年撰文表示，是否单设债法总则编是争论最多的体例问题之一。〔３〕民法典通过后，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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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种观点的简要综述，参见朱虎：《债法总则体系的基础反思与技术重整》，《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７
页以下。

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
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陈盨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分则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参见王胜明：《制订民法典需要研究的部分问题》，《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９页。



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释义书亦称，未设债法总则是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的决定。〔４〕

很明显，舍弃债总系有意为之。然则，此有意为之基于何等考虑？

　　法工委民法室释义书给出两点实质理由。其一，“债的很多规则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例
如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固然有一些共性，但各自的特性更为明显”。其二，“从我国民事立

法进程来看，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再在此基础上编纂民法典。合同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的

一般规定已经涵盖了债法总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比较方便实用。而如果设置债法总则，抽

取共性规则，以此统率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将会导致规则的过于抽象和多层次，不利于法律

适用，也不符合多年来形成的司法实践现状”。〔５〕问题在于，在单行法的基础上编纂法典的

立法进程是如何形成的？该立法进程对债法总则的取舍产生何种影响？在各国立法例普遍

设有债法总则的情况下，为何中国立法的认识是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 “各自的特性更为明

显”，以至于依据共性提取一般规则变得困难或不必要？一言以要之，构成民法典编纂基础的

债法立法现状何以如此形成？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拟以立法史为线索，通过梳理我国历次

民法典编纂过程，观察历史在债总体例问题上的断裂与绵延，寻求法典文本中债总命运的历史

解释。

一、“三顾”民法典：债法总则昙花一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８６年颁布民法通则，立法机关曾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三
度启动民法典编纂，虽均无功而返，却可从中看到立法机关对于法典编制与内容的大致构想。

三次民法典编纂处理债法的手法各有不同，亦皆异于当下终成定谳的法典。不过，历史车轮并

非来去无迹的飞鸟，即便无意驶过，亦难免留下车辙，此或浅或深的车辙，又势必或轻或重地

影响后续车轮的前行之路。

　　 （一）１９５０年代第一次民法典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于１９５０年代启动第一次民法典编纂。笔者未见到条文统一
编序的完整法典草案。〔６〕据江平先生介绍，草案分四编，依次是总则、所有权、债权与继

承。〔７〕从历次草案稿来看，债权编由 “债篇通则”与 “债篇分则”两个分编组成，分别起

草。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于 １９５８年 ３月 ２９日编定的 “债编通则草稿”卷宗说明显

示，“债篇通则是１９５６年４月开始起草的，共有三次草稿。第一次草稿于 １９５６年 ８月完成，
第二次草稿有两案，第三次草稿于１９５７年２月完成”。〔８〕

　　第一次草稿实际开始起草的时间也许稍早一些。时间记载为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的 “债篇

通则 （第一次草案）”已有债篇通则的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债的发生原因的规定，包括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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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８１页。
同上。

据金平先生与江平先生叙述，第一次民法典编纂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形成草案第一稿 （征求意见稿），但总条文数一

说 “４００多条”（金平），一说 “５２５条”（江平）。参见金平：《亲历新中国三次民法典起草》，载中国政协文史
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７５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３页；江平：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７页以下。
参见上引江平书，第２７７页。
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 （增订本）》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划法律法令所生的债、由契约所生的债、由无因管理所生的债、由不应当得到的利益所生的债

及由侵权行为所生的债五个未编章节序号的标题。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３日形成的 “［债篇通则］债

的履行部分 （第一次草案）”则为第二部分，之后又陆续拟定债的转让、保证、违约金、定

金、抵押、留置权、债的消灭各部分。〔９〕

　　第二次草稿有两案。第一案形成于１９５７年１月 ７日，基本上是将未及统一编排的第一次

草稿作章节结构与条文的删繁就简式整合，并作统一条文编序，内容较为规整，含债的发生、

债的履行、债的保全、债的移转和消灭四章。其中，第一章债的发生包括五节，分别是由计划

法律法令所生的债，由契约所生的债，因造成他人损害所生的债，由无因管理所生的债和由不

当得利所生的债；第三章债的保全亦是五节，依次为违约金、保证、抵押、定金、留置；第二

章债的履行与第四章债的移转和消灭则未分节。〔１０〕第一稿与第二稿第一案的体例相似，为观

察直观，列表如下：

表１　１９５０年代民法典债篇通则结构与内容 （模式一）〔１１〕

条 文 数

结 构 与 内 容
第一次草稿 第二次草稿 （第一案）

债的发生

由计划法律法令所生的债 ４ ３

由契约所生的债 ２１ ７

由无因管理所生的债 ５ ３

由不当得利所生的债 ３ ３

由侵权行为所生的债 １３ １３

债的履行 ４３ ２８

债的担保

保证 ９ ５

违约金 ３ ３

定金 ２ ２

抵押 ９ ５

留置 ２ ２

债的转让 ６

债的消灭 １
移转４＋消灭１＝５

条文小计 １２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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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何勤华等编书，第１３７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５７页以下。
两稿章节标题与顺序略有不同，但无关宏旨，故综合两稿一并标示。



　　第二次草稿另案形成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９日，结构与之前颇为不同。该案名为 “债的通则”，

包含通则、契约与由于其他原因所生的债三部分，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可大致对应意定之债与

法定之债。第一部分 “通则”则似乎意为债篇通则之通则，内容上包括债的概念和发生根据、

债的履行、债的移转、债的担保 （含无标题标示之担保类型列举、保证、违约金、定金、抵

押、留置）及债的消灭；第二部分 “契约”仅含一般规定；第三部分 “由于其他原因所生的

债”则包括侵权行为所生的债、无因管理所生的债及不当得利所生的债。〔１２〕

　　第三次草稿结构内容不完整，基本框架似与第二次草稿另案较为接近。１９５７年 ２月 ５日
的 “债篇通则 （第三次草稿）”条文统一编序，包括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 （内含违

约金、保证、抵押、留置、定金）、债的移转；１９５７年２月 １０日另外形成的 “损害赔偿 （或

改为：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第三次草稿）”“无因管理 （第三次草稿）”“不当得利 （第

三次草稿）”则是条文各自编序。〔１３〕不过，笔者未见到相当于第二次草稿另案第二部分契约

之一般规定。亦列表如下：

表２　１９５０年代民法典债篇通则结构与内容 （模式二）〔１４〕

条 文 数

结 构 与 内 容
第二次草稿 （另案） 第三次草稿

第一部分：通则

债的概念和发生根据 ２ ４

债的履行 ２７ ２９

债的移转 ３ ２

债

的

担

保

（债的担保类型） １ ０

保证 ６ ５

违约金 ２ ２

定金 ２ ２

抵押 ６ ６

留置 ２ ２

债的消灭 １ １（在 “债的移转”标题下）

第二部分：契约 一般规定 １６ （空缺）

第三部分：由于其

他原因所生的债

侵权行为所生的债 １３ １５

无因管理所生的债 ３ ４

不当得利所生的债 ３ ３

条文小计 ８７ ７５（不含契约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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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８〕，何勤华等编书，第１６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８３页以下。
两稿章节标题与顺序略有不同，但无关宏旨，故以较为完整的第二次草稿另案为基础。



　　两个模式有所不同，但均有着瑞士与法国的混合气质。瑞士气质体现在，皆以债的发生
之名，将契约、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置于债编总则，〔１５〕此区别于德国式债总。

德国式债总仅将契约一般规定置于债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则均位于债编分

则。〔１６〕再者，两个模式均将债的担保制度集中规定于债总，此功能取向的体例安排较接近

于法国民法典。〔１７〕

　　历次民法典编纂中，唯１９５０年代有过设置债编及债编总则之规划，亦因此可作为观察此
后债法规范内容处置方式的参照系。该次民法典编纂因 “整风运动”及随之而来的 “反右运

动”无果而终。〔１８〕１９６０年代启动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几乎将一切推倒重来，从体例到内容
均发生重大变化。

　　 （二）１９６０年代第二次民法典编纂
　　第二次民法典编纂形成两稿较为完整的法典 “试拟稿”，另有在此之前的两稿 “草稿”。

　　１９６３年６月８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稿）”（“草稿一”）第３条系关于法典内容
（调整范围）的概括规定，同时亦为法典编制确定框架：“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归谁所有和财产的流动转移为内容的各种经济关系：（一）财产的

所有关系；（二）财产的流转关系，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结算关系、供

应关系、买卖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运送关系、租赁关系、委托关系、劳动报酬关系、

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１９〕与之相应，法典亦分总则、财产的所有关系和财产的流

转关系三篇。“草稿一”完成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条文拟定，第三篇财产的流转关系则 “正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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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于１９５５年９月编印的 《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 第三辑 债权部分 （一）》系债编

总则的各国规定。该册汇编将所参考的苏俄民法典、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与民国时期民法这六部法典之债权篇结构列于目录，其中，以 “债的发生”之名详细规定各项债因

的立法例仅有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 （依次为契约、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与民国时期民法 （依次为

契约、代理权之授予、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两例。１９５０年代草案尤其是第二次草稿第一案，除第
一项 （由计划法律法令所生的债）外，其余四项债因类型和顺序编排与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完全一致，相信系

仿效之故。资料汇编未将瑞士债法典编入，大致可推断１９５０年代草案未直接参考瑞士债法典。不过，瑞士债法
典是该债总体例的开创者，民国时期民法即受其影响。所不同者，瑞士债法典仅将契约之债、侵权行为之债与不

当得利之债置于总则 （第一章），无因管理则位于各种契约分编 （第十四章），紧随委任契约 （第十三章）之

后，有关代理之规定亦在各种契约分编，分属两处，分别在委任契约之第四节商事代理契约及第十七章经理权和

其他商事代理权。考虑到保加利亚民法非属原创且较不为人所知，故本文将此体例称为瑞士式债总。此外，

１９５０年代草案之所以在众多立法例中青睐保加利亚立法例，笔者揣测，也许与法典起草者的知识基础有关。
以 “债的发生”之名提取公因式之瑞士式债总体例，在科学性方面较之德国似有所不如。侵权行为、无因管理

与不当得利三种法定之债的规范均主要适用于自身，并不具有共通性，将其置于总则，公因式能力值得怀疑。

《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 第三辑 债权部分 （一）》显示，将债的担保 （保全）规定于债 （总）编的立法例包括

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捷克民法典及法国民法典，此三例 （尤其是前两例）应是主要参考对象。同时，１９５０年
代草案中规定的担保 （保全）内容与任何一例均不完全一致，谅系综合数例而成。可为该判断提供佐证的是，

１９５７年２月５日 “债篇通则 （第三次草稿）”中，共１７条债的担保条文，有１１条注明参考来源。此１１条中，９
条参考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更有５条仅列保加利亚法条文；３条参考捷克民法典，其中 １条仅列捷克法条文；
其他参考情况是，苏俄民法典３条，德国民法典 ３条，民国时期民法 ２条 （其中 １条仅列民国时期民法条文），
法国民法典１条。参见前引 〔８〕，何勤华等编书，第 １８８页以下。由于将担保置于债法的体例为法国民法典所
开创，保加利亚与捷克民法均非原创且较不为人所知，故本文贴以法国标签。另值关注的是，２００６年法国担保
法改革，将第三编中的担保规范取出，为之新设第四编，法国民法典经典的法学阶梯三编制体例由此打破。

参见顾昂然：《〈民法通则〉的制定情况和主要问题》，载顾昂然：《立法札记———关于我国部分法律制定情况的

介绍 （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０页；前引 〔６〕，金平文，第３页。
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 （增订本）》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５１页。



草中”。〔２０〕

　　１９６３年７月９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稿）”〔２１〕（“草稿二”）编制体例与 “草稿

一”相同，并且第３条亦系调整范围的规定，唯其表述在 “草稿一”的基础上有较大优化，

尤其是将三种所有制对应的三种财产所有关系予以明确列举：“本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以社会

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财产的所有和流转为内容的下列经济关系：（一）财产的所有关系，包

括国家财产的所有关系，集体财产的所有关系，个人财产的所有关系； （二）财产的流转关

系，主要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结算关系，物资调拨供应关系、农副产品收

购关系、货物运输关系、仓储保管关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劳动报酬关系，买卖关系、租赁

关系、借贷关系、信托服务关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２２〕第三篇财产的流转关

系亦无内容，仅有一个关于该篇内容的简单说明：“本篇主要包括：预决算关系、税收关系、

信贷关系、结算关系，物资调拨供应关系、农副产品收购关系、货物运输关系、仓储保管关

系、基本建设包工关系，劳动报酬关系，买卖关系、租赁关系、借贷服务关系、信托服务关

系，家庭财产关系、损害赔偿关系。具体结构和内容，拟商请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２３〕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试拟稿）”（“试拟稿一”）〔２４〕可谓一部

内容完整的民法典。“草稿一”“草稿二”第３条关于调整范围的规定在 “试拟稿一”中被删

除，但这并不表示立法思路或体例发生变化，而应是为避免重复，因为草稿第３条的两项内容

分别在试拟稿第二编与第三编的首条得到规定，至于编制体例，则仍分总则、财产的所有、财

产的流转三编。第三编财产的流转包含１５章，依次是通则、预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

借贷关系、储蓄关系、结算关系、物资分配关系、商品购销关系、农副产品收购关系、买卖关

系、基本建设工程关系、运输关系、租赁关系与劳动报酬福利关系。财产流转关系反映的是执

行计划经济的各个步骤，大部分可勉强对应债法内容；通则共６条，均属宣示性或政策倡导性

条款，并非各章共通规范的集合，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债法总则。因此，称此草案无债法总

则编制，应大致无差。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日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试拟稿）”（“试拟稿二”）〔２５〕结构

体例未作实质调整，兹不赘述。

　　虽然历次民法典编纂均不同程度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但总体而言，１９５０年代尚在传

统民法典框架内。究其缘由，１９５０年代的民法典草案系以 １９２２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２６〕另
以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为重要参照，〔２７〕作为蓝本与参照对象的三部民

·７５·

债法总则消亡史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前引 〔１９〕，何勤华等编书，第８５１页以下。
同上书，第８７０页以下。
同上书，第８７０页。
同上书，第８７６页。
同上书，第９０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９５７页以下。
参见沈春耀、许安标主编：《大智立法：新中国成立７０年立法历程》，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４９页。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曾编辑印行一套 《民法资料汇编》，系苏俄、捷克、保加利

亚、法国、德国及民国时期的法典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以此为基础，于 １９５５年依法典各编编
印 《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作为起草民法典的参考。据参加过第一次民法典编纂的金平先生回忆，《各国民

法分解资料汇编》供 “起草人员查阅、对比、研究，为我们的民法典起草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前引 〔６〕，
金平文，第３页。



法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法国或瑞士民法典的影响。再者，参与草案条文拟定的法律专家

虽未见名录，〔２８〕但想必包含相当数量的传统民法体系教育培养的法学家，或至少曾有这些法

学家发挥过知识影响。〔２９〕他们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迅即受到新意识形态改造，〔３０〕但知

识底色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褪。〔３１〕

　　相比之下，１９６０年代民法典草案 “体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３２〕计划经

济色彩超过此前与之后的任何时期，可谓达到极致，实际上是一部冠 “民法”之名的计划经

济法。内容上，一方面，第三编各章对应经济计划的各个环节，此与市场 （商品）经济背景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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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据金平先生回忆，“由于民法典所涉及的内容很多，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所以除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

究室的干部以外，还邀请了政法院校的教师、法官、法学研究人员及中央有关部委的同志参加。我记得参加日常

工作的同志有３０多位”。前引 〔６〕，金平文，第３页。
传统民法体系教育培养的法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立法身影吉光片羽，只能从零散材料中获得点滴信

息，作依稀辨认。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１９４９年 ９月成立，１９５４年 １０月撤销）曾为起草民法典而编辑
《民法资料汇编》，委员会人员构成中，民刑兼通的陈瑾昆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 （１９５２年被撤销职务），以比较
民法研究享有盛誉的李祖荫先生则担任下设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拿破仑法典》译者吴传颐、民刑兼通尤

擅债法的戴修瓒、宪民兼通的张志让诸先生亦位列法制委员会委员。陈、李、吴、戴、张等诸位先生未必直接参

与法典条文的拟定，但 《民法资料汇编》系民法典起草的重要参考资料，且立法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

一项重要职能 （１９５０年的婚姻法即是由法制委员会起草），因此，１９５０年代民法典草案仍处于传统法典框架内，
也许与诸位通晓西方民法的先生不无关系。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陈瑾昆先生。陈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法律界声名卓

著，１９４６年奔赴延安后，成为解放区立法的中流砥柱。为迎接新的华北联合政府，１９４８年曾负责起草新 “民

法”等法律。担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实际主持法制委员会工作，对该委所承担的立法工作总负其责。

关于陈瑾昆先生，参见欧阳雪梅：《陈瑾昆》，载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８２卷，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４页以下。关于李祖荫先生，可参李祖荫：《比较民法———债编通则》“勘校
前言”，魏琼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并参湖南大学法学院网站所刊 “湖大法学院院史名贤篇：著名

民法学家李祖荫”一文，ｈｔｔｐ：／／ｌａｗ．ｈｎｕ．ｅｄｕ．ｃｎ／ｉｎｆｏ／１３７６／１２２５６．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最后访问。关于戴修瓒
先生，可参戴修瓒：《民法债编各论》“点校者序”，何佳馨、杨艳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另可参见
蔡晓荣：《法界往事：民国时期民法学家群体及其志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附录 民国时期民法

学家传略”之陈瑾昆条 （第２４２页以下）、戴修瓒条 （第 ２４４页）、李祖荫条 （第 ２５０页）、吴传颐条 （第 ２６３
页）、张志让条 （第２６９页以下）。除任职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传统民法体系教育培养的法学家外，民
国时期首届部聘教授胡元义先生亦曾于１９５６年从复旦大学赴京参与民法典起草工作。胡先生自述：“我仅仅就
已经起草好的条文作文字上的修改，将重复的条文去掉，我认为须增加条文的时候，我自己不加，而要起草人去

加，我当时的思想，是怕我的旧法观点流露出来，影响人民的立法。”参见陈颐：《寻找胡元义 （代编后记）》，

载胡元义：《胡元义集》，陈颐编，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７６页，第８９９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１９４９年成立新法学研究院，后又于１９５１年成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用作改造旧法人
员的专门机构。概况可参姜朋：《不复过往：中国法学院纪事》第六章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考”，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４９页以下。
据第四次民法典编纂 “民事立法工作组”九位专家之一、原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费宗先生讲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陈瑾昆先生曾主动请缨起草民法典，并称一周之内即可完成， “后来有个领导说，你这个人太狂

妄，太书生气，你起草的肯定都是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要”。此亦可侧面印证旧法人员的知识惯性。参见

王家福、费宗、郑成思：《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与中国民法典》，载王卫国主编：《中国民法典论坛》，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６页 （费宗发言）。胡元义先生虽努力根据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改造治学方法

和内容，但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受到的官方评价亦是 “旧法影响根深蒂固”。详参前引 〔２９〕，胡元义书，陈颐
后记，第８９３页以下。另外，负改造旧法人员之责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其民法教研室曾于１９５６年 “根据本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课程教学大纲”，“选集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以前中央和地方颁发的重要民事法令”，编

辑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资料汇编》，“供本校学员学习民法时内部参考”（“编者说明”）。这本资料汇编分

五部分，分别是民事权利的主体、物权、债、婚姻法、继承法。其中，债又包括债和合同的一般规定、买卖合

同、供应合同、基本建设包工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运送合同和保险合同八个专题，以传统民法体例框架

将所收集的１２８件政策法令一一分类安置。
前引 〔２６〕，沈春耀等主编书，第１４９页。



的民法典恰为两极；另一方面，其他与计划经济无直接关联的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继

承等制度几乎皆未作规定。知识来源上，１９６０年代起草民法典时，中国正深陷外交困境，无
论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咸与交恶，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固然弃如敝履，社会主义

的苏联亦成为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立法者因此决定自力更生，不参考任何域外立法例，“制

定一部百分之百符合中国 ‘实际’的民法典”。〔３３〕此意味着，无论在规范内容上还是知识传

统中，１９６０年代草案本皆最不具有说明价值，然而这一 “自力更生”却激发了真正堪称中国

原创的法典思路。为民事立法打上 “中国制造”的烙印，亦自此成为中国立法者的不懈追求。

江平先生指出，１９６０年代之 “采取完全中国化的、本土化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使到了改革开

放以后也仍然是这样”。〔３４〕

　　草案将构成计划基础的所有制与经济计划执行的各环节转化为法典框架，表述为静态财产
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二分结构，此有别于任何既有法典体例。这一结构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公式近乎完美的立法表达，自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因而，１９６０年代草案虽最为仓
促，原创的二分结构却影响深远，延续至同为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１９８０年代，并通过１９８０年
代草案实证法化于民法通则之中，进而间接影响当下民法典的体例安排，最终成为债总消亡的

潜行 “杀手”。从１９６０年代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二分到２０２０年民法典最终成型，其
间脉络可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１９６０年代的民法典编纂因 “四清运动”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戛然而止，之后则是法

律虚无的十年 “文革”。〔３５〕重提民法典编纂旧话，已是二十年后的１９８０年代。
　　 （三）１９８０年代第三次民法典编纂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日，以杨秀峰和陶希晋为主要负责人的民法起草小组成立，第三次民法典
编纂正式启动。〔３６〕

　　就笔者所见，能整体显示法典体例的最早材料是一组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已故教授杨振山
先生〔３７〕的打印会议资料 （“打印稿”）。在这组各编分解规定的材料中，法典第一编为总则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第二编为所有权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

印稿 一九八年一月十日”）；第三编为财产流通中的权利义务，内含第一章合同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章末括注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该章内容包括一般规定 （无节名）、

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解除、违反合同的责任及合同的担保六节，第二章物

资交易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章末括注 “一九八年五月十日”），其余章节空缺；

第四编为劳动的权利义务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编末括注 “一九八年二月十四

日”）；第五编空缺；第六编为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 一九八年一

月三十一日”）；第七编为继承 （标题括注 “第三次打印稿 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８日”）。
　　材料虽然有缺，但对于本文而言，已足够提取若干重要信息：第一，第二编和第三编的编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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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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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６〕，江平书，第２８０页。
江平、王泽鉴：《问道民法———江平、王泽鉴对话中国民法法典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５页。
参见前引 〔１８〕，顾昂然文，第２１１页；前引 〔６〕，金平文，第４页。
参见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３８页，第１５４０页。
杨振山先生曾全程参与１９８０年代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参见余能斌：《第三次民法起草琐忆———我记忆中关于第三
次民法起草的一些人和事》，载前引 〔６〕，中国政协文史馆编书，第３８页以下，第４７页。



排延续了１９６０年代静态财产所有和动态财产流转的二分逻辑；〔３８〕继而第二，在此二分基础

上，将非属财产流转的侵权规范独立成编 （第六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进而第三，意定性

质的第三编 （财产流通中的权利义务）与法定性质的第六编 （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之分立

格局由此奠定，设置统一债编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为此第四，第三编第一章的合同法总则性规

范，功能上遂势必兼行债编总则规范之职。合同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 （侵权责任）各自独立

从而取消债编之法典体例，在此已初见端倪。〔３９〕

　　另外一组亦是杨振山先生所遗、题头标注 “中心组扩大会议议程”的会议打印材料，其

更为完整详实。〔４０〕会议讨论的法典草案 “征求意见稿”（“会议稿”）体例与前引材料大同小

异：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所有权、第三编财产流通中的权利义务、第四编劳动的权利义务、第

五编致人损害的责任、第六编空缺、第七编继承。与前引材料不同的是，第三编可看到全貌，

亦因此可确定该编系以 “财产流通中的权利义务”之名规定合同法的内容，其中第一章虽名

为 “合同”，但实际仅是合同法通则 （含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履行、合同的变

更和解除、违反合同义务的责任、合同的担保六节），其余各章则为各种合同。第五编致人损

害的责任包括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 （含通则、承担责任的根据、承担责任的特殊情况、承担

责任的范围和方法、不当得利五章），可大致对应法定之债。合同 （意定之债）和侵权 （法定

之债）分立两编的格局完成建模。

　　 “会议稿”于 １９８０年 ８月 １５日整合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一稿”），包括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的报酬和奖励、损害责任、财产继承六编。〔４１〕

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是，“会议稿”清晰烙有１９６０年代印记的第三编标题 “财产流通中的权

利义务”，在 “一稿”中改为更切题的 “合同”。这一更改，令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

二分的线索隐于幕后，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并立之格局亦因此得以凸显。内容上，“一稿”第

三编第一章较之 “会议稿”第三编第一章无实质变化，唯章名由笼统的 “合同”更为名实相

符的 “合同的一般规定”，其余各章则仍为各种合同。同时，“一稿”第五编标题由 “致人损

害的责任”改为 “损害责任”，包括损害的预防、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定、损害责任的特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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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陶希晋先生的说明可印证这一判断。关于所有权，陶先生撰文指出：“在财产所有权问题上，我国民法保护的是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即保护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所有权、公民个人

所有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首先是保护我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陶希晋：《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指导原

则》，《法学季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５页。关于合同，陶先生则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０日在中央政法干校的报告中
强调：“我国的经济计划主要是依靠合同关系来贯彻执行的；正由于合同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产、供、销、运

等方面联系起来，给予它一种法律的效力，按平等、有偿的原则，具体执行国家计划，实现财产流转中发生的权

利义务；所以，合同是起法律作用的重要经济手段。”陶希晋：《关于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政法

大学编：《民法论文选编》上册，１９８４年２月，第６７页。
事实上，避免使用 “债”的概念，正是１９８０年代民法典起草的规训之一。陶希晋先生指出：“我们这样的结构
与各国民法多少有所不同。这样做，主要是考虑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实际需要。我们不用传统民法中 ‘人’、

‘自然人’、‘物权’、‘债’等等，而用 ‘公民’、‘法人’、‘所有权’、‘合同’等，……这在民法结构上是突

破的。”上引陶希晋 《关于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文，第６８页。
该次会议旨在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故材料题头 “中心组扩大会议议程”按照草案

各编分别标序 “之一”“之二”……，除首次出现的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部分标记为 “第一次打印稿

１９８０．４．１”外，其余各篇章条文均为 “修订稿”，并在编章末尾注明修订稿日期，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０年 ５月至 ７
月。为行文简洁，不再一一注明各篇章时间。

参见前引 〔１９〕，何勤华等编书，第１１５１页以下。



定、赔偿的范围和方法四章。其中最具意义的变化，是删除 “会议稿”中的不当得利章，将

不当得利条文减为一条置于第三章损害责任的特殊规定末尾，该编之 “损害责任”因而实质

指向侵权损害责任。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征求意见二稿）”（“二稿”）仍维持六

编体例，唯将原本位列第五编的 “损害责任”更名为 “侵权损害的责任”并前移至第四编，

令其与第三编合同比邻而立，〔４２〕此亦债编自１９６０年代消失后，合同编与侵权编唯一一次在官
方草案中的 “近距离接触”。如此，从 “打印稿”到 “会议稿”再到 “一稿” “二稿”，合同

编与侵权责任编并立格局一步步浮出水面。内容上，两编覆盖了大部分债法规范，独立设置债

编的必要性随之削弱。

　　１９８１年７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第三稿）”（“三稿”）的编制体例又有所

不同。“三稿”分八编，依次是任务和基本原则、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合同、智力成果、

亲属继承、民事责任、其他规定。〔４３〕除取消法典总则编与亲属法回归民法典外，体例上的最

大变化莫过于 “二稿”第四编 “侵权损害的责任”被 “三稿”改称 “民事责任”并调整至倒

数第二编，仅在关于时间规定的 “其他规定”之前，处于实际的殿后位置。此民事责任不再

局限于之前的侵权责任，还包括违约责任。该编第一章通则首条暨第４５６条规定：“公民、法
人侵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或者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违反合同造成损害的，都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４４〕第 ４８６条列举 １２种 “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法”，前四种 （责令排除妨碍、

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责令返还原物，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赔偿损失）大致对应 “广义”（含

物上请求权）的侵权责任，第七种 （支付违约金）和第八种 （责令修理、更换、重作）则属

于违约责任。〔４５〕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首次以 “民事责任”之名统合规定，“民事责任”亦由

此跻身中国民法概念与制度体系台前。

　　 “责任”指向惩罚、制裁；〔４６〕以 “民事”为修饰语，则意味着，与民事责任逻辑并列的

概念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对此，民法典编纂的参与者王家福先生曾于 １９８０年撰文指出：
“民事责任就是罚则，就是对违反民法规定的制裁措施。没有它，民法就等于毫无作用的废

纸。……为了使民事责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把……民事责任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挂起

钩来。”〔４７〕通过改变概念指称方向和强调重点，以公权力为支撑强调垂直惩罚的 “责任”与

表达当事人平行给付请求的 “债”从此渐行渐远，侵权由 “债”到 “责任”的角色转换亦基

本完成。“三稿”为日后民法通则民事责任制度之独立埋下伏笔，亦为现行民法典令侵权责任

编殿后以便突出侵权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埋下伏笔。而涵括物上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与违约请求

权在内的统一民事责任制度之建立，则在技术上进一步降低了给付障碍法和损害赔偿法置于债

总的必要性。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第四稿）”（“四稿”）即第三次民法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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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前引 〔１９〕，何勤华等编书，第１２０１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２４４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２８９页。
同上书，第１２９２页。
“三稿”第七编民事责任即系 “二稿”第一编总则第八章民事制裁与第四编侵权损害的责任合并扩展而成，“三

稿”第４８６条所列１２种 “承担责任的方法”亦由 “二稿”第６２条之１２种 “民事制裁方法”改造而来。

王家福、苏庆、夏淑华：《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民法》，《法学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第１１页以下。



纂最后一稿，除重将亲属法剔出民法典外，其他与 “三稿”基本一致，尤其是第四编合同与

第七编民事责任的编序与内容，几乎没有变化。〔４８〕

　　此后，考虑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高速变迁，无论理论抑或实践，皆未做好
迎接民法典的充分准备，加之法律需求日益急切，经济立法声音高涨，立法机关决定暂时放弃

民法典编纂，化整为零，改走单行立法之路。１９８２年 ５月，民法起草小组解散，第三次民法
典编纂落下帷幕。〔４９〕不过，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影响并未随之消失，相反，内嵌其中的某些

思想穿过历史迷雾而绵延至今。秦时明月照汉关，此之谓也。

二、单行法之路：债法总则遥看近无

　　单行立法的思路其实早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在酝酿成立民法起草小组以便启动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同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

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考虑到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中，大而全的民法典条件尚未成熟，因而形

成 “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针，作出指示：“民法典和单行 （民事）法律同时并进，哪个成熟

了，就先制定哪个”。〔５０〕民法草案 “二稿”形成后，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７日，彭真在为此召开的研
讨会上重申：“民法不是短期间可以制定的。这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

加上体制正在改革，实际上有困难。因此，一方面要搞民法，另一方面要搞单行法，民法和单

行法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把民法草案中比较成熟的部分，作为单行法规先提出审议、公

布。”〔５１〕法典不可能比单行法更容易趋于成熟，所以，“两条腿走路”其实是 “先搞单行法，

成熟了，再吸收到民法中来”。〔５２〕民法起草小组解散后，法典之 “腿”暂时告废，单行立法

遂一枝独秀。１９８６年，面对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再次强调：
“有人要先搞体系，什么民法体系、经济法体系，然后再立法。如果那样，哪一年才能把法搞出

来？我们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５３〕江平先生称此思路为 “分编颁布的路子”。〔５４〕

　　立法技术上，化整为零的单行立法原本颇不同于整体考量民法典结构的分编制定，〔５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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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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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９〕，何勤华等编书，第１２９５页以下。
详参前引 〔３６〕，《彭真传》，第１５３９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５４０页。
彭真：《在民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彭真文选 （一

九四一———一九九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２４页。
同上引彭真讲话，第４２４页。事实上，作为立法总负责人，彭真并未直接介入民法起草小组的工作，他更感兴趣
的是单行法。民法典起草期间，彭真的主要精力除用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工作

上外，立法方面，则是亲自主持并组织了工厂法和经济合同法这两部经济单行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参见前引

〔３６〕，《彭真传》，第１５４０页以下。
同上引 《彭真传》，第１５５８页。
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剖析》，载江平：《民商法论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５页。
分编颁布的典型例证是民国时期民法。其时，民国时期政府亦是考虑到法典体量庞大，一次性形成法典全本并通

过颇有困难，故决定分编颁行。颁行步骤为：总则编率先于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３日公布，同年１０月１０日起施行；债
编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公布，翌年５月５日起施行；物权编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公布，翌年 ５月 ５日起施行；
亲属、继承两编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公布，翌年５月５日起施行。关于民国时期民法的制定过程，参见谢振民
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张知本校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７５３页以下。该分编颁行的
特点为：所颁行的每一编均非自身体系完整的单行法，而是事先已作整体规划的法典中的一编，故每一编均不完

整，各编共同组成一部结构完整的民法典。



者系应社会经济之需的实用导向立法策略，也因此大幅增加自身体系完整的单行法回归民法典

的体系整合难度。然而，以今日之民法典回望，单行立法策略确实有着 “分编颁布”的效果。

从此，在历史的惯性下，中国民法典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走向单行法拼装之路，体系整合工作被

大幅省略，而债法总则的期待则在若有若无的微光中慢慢熄灭。

　　 （一）民法通则的逻辑

　　单行立法方针既定，继承法于 １９８５年作为民法中最成熟的部分首先得以颁行。〔５６〕下一
步，彭真希望 “制定一部体现统一的民法原则的法律”。〔５７〕这部法律原本计划命名为 “民法

总则”，考虑到实际规范内容远远超出民法典总则编，故更名为 “民法通则”。〔５８〕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１日，民法通则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亦由此进
入以民法通则为中心的民事单行立法时代。民法通则由基本原则、公民 （自然人）、法人、民

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权利、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及附则共九章

构成，因其内容几乎涵盖整部民法典，系民法典具体而微者， “长期以来代行了民法典的功

能”，故又有 “小民法典”之称。〔５９〕根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工委主任王汉斌所

作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草案）》的说明”，民法通则系以 １９８０年代民法典草
案 “四稿”为基础。不过，从内容和篇章结构来看，民法通则所参考的应该不止 “四稿”，至

少还包括 “一稿”“二稿”，因为 “四稿”没有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之规定，而民法通则不仅规

定民事法律行为，并且除民事权利与涉外民事关系之外的其余各章，均与 “一稿”“二稿”的

总则编各章相呼应。参考 “一稿”“二稿”的结果，客观上为民法通则于 ２０１７年变身为民法
总则继而于２０２０年成为民法典总则编提供了契机，从而间接导致现行民法典背离 １９８０年代
“三稿”“四稿”体例，重回 “一稿”“二稿”的总分则编制。

　　民法通则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第五章。该章以 “民事权利”为题，“突出权利在民法中

的核心地位，奠定了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６０〕内容上，第五章其实是１９８０年代民法典草案
分编的极简版，将原本构成民法典各编的各项权利浓缩为四节，分别规定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

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四类权利。其中，“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

权有关的财产权”之表述以及 “债权”概念的重新启用，均意味深长。据亲历者 〔６１〕回忆，

“物权”既被认为不通俗，更被指为资本主义的法律概念，而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容，〔６２〕王

家福先生遂建议以 “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迂回指称 “物权”概念；〔６３〕

·３６·

债法总则消亡史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参见前引 〔５４〕，江平文，第５页。
前引 〔３６〕，《彭真传》，第１５４５页。
参见上引 《彭真传》，第１５４６页以下；前引 〔５４〕，江平文，第５页以下。
参见江平：《〈民法总则〉评议》，载前引 〔５４〕，江平书，第２７２页；李建国：《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 （草案）〉的说明》，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江平：《空前启后 功不可没——— 〈民法通则〉颁布十周年记》，载前引 〔５４〕，江平书，第９６页。
民法通则制定时有所谓 “四大名旦”之说，即中国人民大学佟柔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与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四位被聘为专家顾问，全程参与立法，“坐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里等待咨询”，“起把关的作用”。参见前引 〔６〕，江平书，第２９２页；肖峋：《立法往事：我在法工委那些年》，
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６〕，江平书，第２８８页以下。
参见魏振瀛：《法学和法治发展的先锋———祝王家福教授八十华诞》，载孙宪忠主编：《王家福法学研究与法学教

育六十周年暨八十寿诞庆贺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页；前引 〔６１〕，肖峋书，第１８页。



而 “债权”概念之启用，则与佟柔先生的坚持密不可分。〔６４〕如此，物债二分格局隐然可见，

加之 “（民事）法律行为”被接纳为法定术语，民法通则之德国色彩喷薄欲出，〔６５〕未来民法

典中，独立的债编乃至德式债编自然亦难免令人期待。〔６６〕

　　民法通则颁行数年后的一套里程碑式的教科书似乎印证了这一期待。由陶希晋先生担任总
编的 《中国民法学》多卷本教科书从 １９９０年开始陆续出版，此系我国第一套民法大型体系
书，总编与各分卷主编是１９８０年代民法典与民法通则起草的负责人或重要参与者，作者则是
新生代精英民法学者。教科书总序称：“我国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新的民法典的时候已经到来

了。”〔６７〕体系上，教科书分民法总则 （主编佟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出版）、
财产继承 （主编刘春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财产所有权 （主编杨振山，

未出版）、民法债权 （主编王家福，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出版）和知识产权 （主编刘春茂，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五卷。五卷体例可视作编者对于民法典编制的规划，教
科书因而兼有为法典编纂预作理论准备之意。〔６８〕其中，王家福先生主编的 《中国民法学·民

法债权》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共二十一章，依次为债的概念、债的分类、债的变更和

移转、债的担保、债的效力、债的消灭、民事责任、合同概说、合同的成立、合同的生效、影

响合同效力的原因、合同的解除、合同的履行、侵权行为概论、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

为、行政侵权行为、产品责任、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代理与债；分论则是各种合同。

　　不过，就内容与体例而观，民法通则的德国色彩并未引导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走

上潘德克顿之路。将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四种最重要的债因置于总论，且以

代理权之授予为独立债因，此系民国时期民法的债总体例，而该债总取法瑞士；同时，以功能

取向将债的担保置于债总，则是法国式体例。因而，该书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十余年前，

１９５０年代民法典编纂融瑞士与法国模式为一体的债总结构。当然，债编不止德国一种模式，
而该书所构造的债编模式，亦非民法通则的唯一方向，甚至未必是具有更大可能性的方向。在

设置债编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不同债之类型之间存在足够的共通规范，以至于有必

要运用公因式技术予以提取。对此问题，民法通则的回答很难说是肯定的。

　　民法通则之 “物债二分”，固然无妨朝着德国民法方向解读，但实际上，其生成逻辑与德

国民法并不相同。德国民法之债物二分，系基于权利效力相对性与绝对性所作区分，〔６９〕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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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振瀛：《回忆佟柔教授为我国民法事业所作的贡献》，载 《佟柔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佟柔文集》，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７页。
江平先生曾提及：“《民法通则》颁布后，美国的一些教授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根据 《民法通则》中有总则性的

规定，以及有关于 ‘法律行为’的规定，而评论 《民法通则》是一部德国式 （Ｇｅｒｍａｎｓｔｙｌｅ）的立法。”前引
〔６〕，江平书，第２９０页。
例如，梁慧星研究员强烈主张应在民法通则债权节的基础上参考德国民法典设立债权总则编。针对 “迷信德国

民法的概念体系”之指责，梁先生甚至表示：“退一步说，即使是 ‘迷信’，我们可以 ‘迷信’‘物权’‘法律行

为’‘时效’‘法人’‘人格权’等许多德国人创造的概念，为什么就不可以 ‘迷信’ ‘债权’概念和 ‘债权总

则’？”详参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第 １０页以下
（引文见第１１页）。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总序”（陶希晋），第１０页。
“总序”开篇即称：“我们想借此整理一下，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主义民法学研究和参加民法起草过程中所积累

的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 （本书大多数编委是原民法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并参加了民法通则草案的研究修订工

作），从而进一步为制定一部有关改革和开放所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典，做一些思想上和理论上的

准备。”同上书，第１页。
Ｖｇｌ．Ｍｅｄｉｃｕｓ／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ＧＢ，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Ｒｎ．６２ｆ．



通则则是沿袭１９６０年代与１９８０年代静态财产所有与动态财产流转二分的思路，按照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对此，佟柔先生的表述具

有典型说明价值。佟先生指出：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

映。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表现为各种所有权。所有权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和结

果。”〔７０〕而债与合同，则是 “反映商品交换 （财产流转）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的”。〔７１〕因此，“如果说所有权制度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对财产权进行保护，那么债和合同

制度则是在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相对来说，前者是财产处于静止状态之中，

后者是处于运动状态之中”。〔７２〕至于佟先生之坚持 “债”的概念入法，主要是因为，“债权制

度比合同制度更广泛、更抽象，设立债权制度不仅可以对整个流通领域中的民事关系 （合同

关系）作出规范，而且可以对继承关系、损害赔偿关系、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产生的民事关

系等作出指导”。〔７３〕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一见解自然是识见非凡，只不过未以规范视角从效

力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方面观察债物差别，依然行走在 “生产—分配 （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之

路上，区隔流通领域的合同与非属流通领域的损害赔偿、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与 １９６０年代

思路一脉相承。由此亦可以理解，为何民法通则之 “物债二分”容许功能取向的统一担保制

度置于 “债权”一节，原因即在于，担保亦是服务于流通领域。

　　同时，民法通则虽单独设置债权节，并在该节第一条对债作有统一的立法定义 （第 ８４

条），但所涵盖的债权类型仅合同之债 （第 ８５—９１条）、不当得利之债 （第 ９２条）与无因管

理之债 （第９３条）三类，侵权行为之债这一最重要的法定之债被排除在外，合同之债亦无违

约救济之规定。此系有意为之。江平先生指出，民法通则 “将侵权行为放在 ‘民事责任’一

章中去规定，而没有在债权中规定，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受和理解。把人打伤应负民事责任，

人们好理解；把人打伤后一方成了债权人，另一方成了债务人就很不好理解。我们的法律应尽

量使广大群众了解，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而且颇具中国的特色”。〔７４〕通俗易懂是我国的一贯

立法准则，不过，民法通则以民事责任之名统合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并单列一章紧接民

事权利章，未必仅出于通俗易懂的考虑。

　　实际上，民法通则之民事责任独立成章以及内容包括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是 １９８０

年代第三次民法典编纂进路的自然延续。一方面，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延续第二次民法典编

纂的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二分逻辑，“一稿”“二稿”已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独立于合同而

单设一编，“三稿”“四稿”更进而以民事责任之名统合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并作集中规定，

这一逻辑最终在民法通则中得以定型。〔７５〕另一方面，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另一条线索是 “以

责任保障权利”，为此，“三稿” “四稿”将违约责任从合同编抽出，与侵权责任一并置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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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柔：《我国民法科学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载前引 〔６４〕，《佟柔文集》，第１５页。
佟柔：《我国民法调整对象问题研究》，载上引 《佟柔文集》，第６５页。
同上。

前引 〔７０〕，佟柔文，第２１页。
前引 〔５４〕，江平文，第１２页。
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国家法室工作人员肖峋自述，民法通则结构举棋不定之时，肖先生提出若干建

议，其中一条即是 “建议规定违反合同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并称：“我那个提纲好像是发在了 ‘法制工作

简报’（法工委报常委和中央的 ‘简报’），以后的 《民法通则》采用的框架，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参见前引

〔６１〕，肖峋书，第１０页以下。



事责任编，民法通则亦对此予以遵循。作为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参与者和民法通则民事责任章

的草拟人之一，魏振瀛先生将民事责任定义为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

果，并将此严格区分债务 （民事义务）与责任的体例归结为 “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

任”模式。〔７６〕

　　传统侵权行为之债转化为民事责任并独立成章，这一体例安排对于法典体系的影响之一
是，从各种债的类型中提取共通规范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债总变得不必要甚至不可能。原因很简

单，从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中提取共通规范形成债总，所依据的标准是给付请求之效力，而民

法通则所强调的责任，则被当成义务违反带来的制裁。如此，意定的给付义务和法定的侵权责

任已不在一个水平层次，二者呈递进而非并列关系，此与传统债总的规范编排逻辑相去甚远。

这意味着，未来民法典中，债法总则以及债编的消失，其实在民法通则中即已预示。

　　 （二）环民法通则立法

　　民法通则之前，民事经济领域的单行立法早已开始。１９８１年 １２月 １３日，经济合同法由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这部与债法密切相关的经济立法，为第三次民法典

编纂带来沉重一击。〔７７〕此后数年，对外开放政策导致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一方当事人为外方

的涉外合同显然不便适用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合同法，为此，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１日六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了推动经济更高速发展，中央政府于 １９８４年决定放
开技术市场，技术合同领域立法因此变得迫切。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３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技术合同法。合同法领域三足鼎立的格局就此形成。

　　民法通则施行后数年，中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
大开，债权安全性问题迫在眉睫。“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担保法第１条），立法者决定制定担保法。担保法于１９９２年开始起草，１９９５
年６月３０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担保法将具有债权担保功能的保证、抵
押、质、留置及定金作统合规定。历次民法典编纂中，唯一存在债总设置的 １９５０年代草案原
本将债的担保置于债总。以此为参照，担保法的单独立法，意味着担保内容从中抽出。

　　制度转型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市场安全性之 “葫芦”刚被按下，

合同之 “瓢”又冒出水面。市场经济下，合同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合同与计划合

同的职能不可同日而语，计划经济语境下的经济合同法已不敷使用，加之市场要求的平等性亦

不能容忍三足鼎立的合同法格局，合乎市场需求的合同法成为新的迫切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比市场安全性更为迫切。为解燃眉，１９９０年 ７月，原国家工商局与国家体改委联合向国务
院报送经济合同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修订草案于１９９３年 ９月 ２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获得通过。然而，经济合同法终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于适应市场经济存在先天缺陷，

非推倒重来于事无补。统一合同立法由此提上日程。

　　经济合同法修订草案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当年 １０月即部署统一合同法的起
草。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合同法，同时废止经济合同
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实现三法合一。合同法采总分则编制，总则含八章，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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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书，第３１２页。



为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

止、违约责任及其他规定。再以１９５０年代的民法典草案为参照，合同之债固然已被囊括，其

他诸如债的履行、债的移转、债的消灭以及债的担保 （保全）中的违约金，亦均针对合同之

债一一作出规定。除了债的发生中的三项法定之债，合同法总则的内容涵盖了较为完整的债总

规定，已实际起到债总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担保法还是合同法，均是应现实经济形势之需所作实用性应对，未有

足够证据表明立法者对这两部单行法的制定顾及到民法典的体例安排。这种实用性应对，正朝

着舍弃独立债编的方向一骑绝尘。理由很简单，欲使民法典拥有债编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债总，

立法时就必须先对法典体例作通盘考虑，如此方可知晓哪些法律规范置于何处，并作事先规

划。不预则废，等到大局已定，一切再推倒重来，立法与司法改弦更张的成本可能高到难以承

受。〔７８〕当然，理论上，制定民法典时，依然存在将担保法整体纳入债编总则作为其中一章

的可能，以回应 １９５０年代民法典草案的安排，亦存在大幅修改合同法总则之可能，让债总

的归债总、合同的归合同。但这只是 “理论上”，在单行立法惯性下，基本上没有可能成为

现实。

　　此后的立法进程印证了这一点：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的物权法将抵押、质、留置纳入，功能取向地将担保制度集中规定于债总的可能性不复存

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则沿袭民法通

则之路，强调侵权的 “责任”色彩，以权利保障法为定位，并通过该法第 １条予以明确表达：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

定本法。”至此，侵权责任和合同之债分庭抗礼的格局正式在实证法上形成，又因为合同法与

侵权责任法各有其完整体例结构，抽象共通规范置于二者之前也因此失去意义。结果，１９５０

年代民法典草案中的债总，仅剩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两类法定之债和债的担保中的保证尚未得

到安置，但无论如何，两类法定之债条文既少且本应位处债法分则，不可能撑起债总大厦，而

保证则可作为有名合同规定于合同分则。

　　逻辑上，民法通则还蕴含债法规范的另外一种整合可能。民法通则民事责任章分四节，第

一节和第四节是 “一般规定”与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分别规定 “违反

合同的民事责任”与 “侵权的民事责任”。如果民法通则所持责任观念必须得到维续，这另外

一种整合可能就是，法典单设民事责任编，总分则构造，将传统债法中的给付障碍与损害赔偿

规则抽取为民事责任共通规范置于总则，再将违约、侵权及不当得利等法定之债的各自特殊规

则置于分则。如此，民事责任编既可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责任规范的统合，亦在一

定程度上留存债法总则的身影，二者适度兼顾，而又带有鲜明的 “中国制造”烙印，不失为

局限条件下可行的选择。不过，合同法将违约责任从民法通则中取回、民事责任瘦身为侵权责

任并单独立法之后，这个可能性亦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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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王利明教授亦将其作为现行民法典体例的正当化理由之一： “我国 《合同法》已经施行了二十余年，人们对于

《合同法》的体例安排已经较为熟悉，形成了惯性。在这种情况下，设置债法总则，打破原有的合同法体系将会

给司法实践增添高昂的运行成本。”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４期，第９页。



三、民法典定谳：债法总则曲终幕落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７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
提出，“我们还需要提出研究起草民法典的问题”，并称，“现在法工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民

法专家研究起草合同法、物权法，内务司法委员会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把婚姻法修改为婚姻

家庭法。我们要努力在制定这些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汇集研究起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７９〕

一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邀请四十余名法学专家召开立法工作座
谈会。王汉斌作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们从 １９７９年就决定起草民法，当时起草了四稿，后
来觉得民法工程浩大，决定先搞单行法。民事方面的法律现在绝大部分都有了，现在要下

决心起草民法典，把已有的法律编起来。”〔８０〕王汉斌并表示： “请专家支持一下起草民法，

请江平和王家福二位专家来主持。”〔８１〕法工委为此成立由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和梁慧星研究员、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清华大学王保树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最高人民法院退休法官费宗、法工委原民法室副主任肖峋和

原经济法室主任魏耀荣九名专家组成的 “民事立法工作组”，以便为即将开始的第四次民法典

编纂预作准备。〔８２〕

　　经过讨论，“民事立法工作组”提议 “民法典的起草，应采取分步单行立法，然后汇总为

法典的做法；而分步单行立法，也应采取先分则、后总则，先易后难的方法”，所确定的立法

步骤则是：１９９９年３月完成合同法；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到大约 ２００３年的四五年时间中，争取通
过物权法；到２０１０年完成 “中国民法典”。按照这个 “三步走”的战略，合同法的起草就排

在第一步，物权法排在第二步，“至于这以后再制定哪个法，当时的思路并不清晰，实际的想

法是视情况再说”。〔８３〕

　　合同法按计划通过后，１９９８年开始起草的物权法被提上立法日程，第四次民法典编纂亦
随之正式启动。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０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提出，“起草民法典，把
物权法的内容包括进去，争取提交本届人大常委会进行一审”。〔８４〕同年３月２８日，李鹏再次
表示：“民法草案争取１２月提交人大常委会一审”。〔８５〕九届全国人大将于２００３年３月届满，
时间异常紧迫，显然不可能在单行法的基础上对法典体系大兴土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立法

机构对此未曾有过考虑。

　　关于法典体例的构想，李鹏在日记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曾讨论过两种体例，一种体
例就是一条条地编写，一共是１５００多条。讨论中感到很多具体问题不好处理，以后补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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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斌：《民法通则是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载王汉斌：《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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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７３５页。



改也很不方便。另外一种体例，就是独立分编的办法，各部单项法既可独自成编，总合起来又

是统一体系。这是这部民法草案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创造。这种体例的好处就是，它能适应社

会的变化。现在这个民法草案共有九编，当然民事生活中涉及的单项法律绝对不是仅有这九

编，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可以继续起草制定单行的法律，成熟以后再编入第十编、第十一

编、第十二编，所以这种编制体例有很大的灵活性。成熟一个编进去一个。”〔８６〕于是，“成熟

一个制定一个”的单行立法原则无缝对接为 “成熟一个编进去一个”的法典编纂原则。

　　民法典草案如期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该
九编制草案系集合已颁行与正在起草的单行法而成，基本上一部单行法对应一编，依次是总则

（对应民法通则）、物权 （对应正在制定的物权法）、合同 （对应合同法）、人格权 （在王利明

教授提交的建议稿基础上形成〔８７〕）、婚姻 （对应婚姻法）、收养 （对应收养法）、继承 （对

应继承法）、侵权责任 （在王利明教授提交的建议稿基础上形成〔８８〕）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

适用 （对应将要制定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单行法集合成典的方案系费宗先生所提建议，肖峋先生称此方案为 “编撰说”，梁慧星

研究员则称之为 “松散式、汇编式” “松散式、邦联式”思路。对此思路， “民事立法工作

组”九名专家中，除提出者费先生外，江平、魏耀荣与肖峋三位先生亦表示赞同。〔８９〕民法典

草案审议时，王家福先生为该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教授则为财经委员会委员。

李鹏曾特别提及 “民法专家王家福、王利明对此评价甚高”。〔９０〕同为法律委员会委员的知识

产权法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成思先生的审议意见亦称：“它的框架特别

有中国特色，不像法国、德国先搞法典，再从法典衍生出法律。我国的婚姻法、合同法已经有

了，知识产权法成系统了，再出台民法可以填补没有的东西，一个一个齐全以后，实际上就是

一部法典，这个形式在国际上可能没有过。”〔９１〕可见，单行法集合成典的编制体例得到参与

立法的多数法律学者与专家认同。不仅如此，王利明教授的审议发言指出：“草案特别强调，

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分则还单独设立侵权民事责任一编，突破了大陆法系民法典的

立法体例，使公民、法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后有各种补救措施。”〔９２〕此关于 “责任”与 “侵权

责任”的定位，亦与１９８０年代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及民法通则一脉相承。
　　对于决策者而言，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单行法的完整性、直接将其集合成典，除了基
于法典体例本身的考量，亦是尊重既往立法成就的表现，因而有着某种政治意义。肖峋先生将

重作体系整合的法典编纂主张称为 “另起炉灶的 ‘创立说’”，与单行法成编的 “编撰说”相

对立，并坦陈，“‘创立说’没有从实际出发，忽略了三十多年的民法成就，因此不受欢迎，

没有被接受。‘编撰说’既肯定了几十年民法建设的成就，又提出对不足之处的补充改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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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７４４页。



个两点论的说法受到赞许，于是红起来，被领导和大家接受，费仲同志因此 ‘胜利’了”。〔９３〕

“两点论”亦是第五次法典编纂的基本思路。２０１７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
国在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的说明》中强调：“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

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

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

针对性的新规定。”其所表达的，即是 “两点论”思想。２０２０年，几乎完全一致的表述在时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作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中

得到重申。

　　单行法成编的后果很直接：既然没有也未计划有一部单行法名为 “债法”或者 “债法总

则”，自然也就不会有债编或者债总。进而，各部相对完整的单行法一一颁行后，基于维持现

状的惯性，根据法典整体结构重作调整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关于债总的设置，王胜明曾撰

文指出，“如果搞债法总则，最大的问题是债法总则的内容有相当部分和 《合同法》的一般规

定重复”；〔９４〕“不搞债法总则，合同编较为完整，侵权责任自身已有一般规定，未规定的适当

参照合同编的规定比较实用”。〔９５〕此意味着，已经颁行的合同法固然不宜因为债法总则而失

却完整性，即便尚未颁行的侵权责任法，其完整性亦须为之预留。作为单行法的合同法和侵权

责任法完整性之维持，俨然成为放弃债法总则的最重要理由。至于抽象度更高的法典总则编之

所以存在，不是因为立法者对整部法典有过通盘考量因而知晓公因式提取之道，并且不惜为之

牺牲所涉单行法的完整性，主要是因为，在立法机关眼中，现成的民法通则可直接改为民法总

则，以之为法典总则编，〔９６〕符合单行法成编的编纂方针。

　　九部单行法集成的九编制草案审议后，考虑到法典体量庞大，立法机关决定化整为零，仍
按单行法模式展开立法计划。〔９７〕此后数年，物权法 （２００７年）、侵权责任法 （２００９年）、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２０１０年）等单行法相继颁行，民法典万事俱备，只欠组装。然而，
意外再次出现。第四次民法典编纂预定的 ２０１０年时间节点刚过，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０日，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此后，立法机关似乎无意再推进民法典，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悄然退

隐。其缘由，江平先生的认知也许可用作部分解释：“我们目前的民事法律已经实质上包括了

民法典的各个编，形式上的统一、汇集成典，即使说有一定的体系化价值，整体来看意义可能

也不是很大。”〔９８〕

　　转机在三年后出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编纂民法典”被写入该决定。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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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６１〕，肖峋书，第１１８页。肖峋先生所称 “没有从实际出发”的 “创立说”，主要是指梁慧星研究员参照

德国民法典 “制定一部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之主张，梁先生自命名为 “现实主义思路”。参见前引

〔８９〕，梁慧星文，第６页以下；前引 〔６６〕，梁慧星文，第９页。
王胜明：《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的几个问题》，《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第２８页。
前引 〔３〕，王胜明文，第１０页。
参见前引 〔５９〕，李建国文；王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参见上引李建国文。

前引 〔３４〕，江平等书，第４页。



法工委迅速于２０１５年３月启动第五次民法典编纂。立法计划分两步：“第一步，制定民法总
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

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９９〕

　　编纂方针既定，时间节点亦作严格预先安排，对法典重作体系整合既无必要更无时间，接

下来的进程便再无悬念。在民法通则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民法总则率先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而法典分编，最终确定依次为物权 （物权法转换）、

合同 （合同法转换）、人格权 （始于２００２年第四次民法典编纂草案）、婚姻家庭 （婚姻法与收

养法转换）、继承 （继承法转换）与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转换）六编。遭新冠肺炎病疫略微

延迟后，民法典分则六编与民法总则一道，以七编制的体例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民法典除总分则制定的时间顺序与第四次编纂计划相反外，体例设置思路则一脉相承，

亦是将单行法直接转化为法典各编。在此思路下，法典还有一项也许是举世无双的创举，即

各分编第一条均规定本编调整范围，以此突出各分编的相对独立地位，各分编与其单行法前身

的亲缘关系亦由此得到彰显。内容上，传统债法规范被分拆至合同与侵权责任两编，其中，合

同编以三个分编竭力囊括债的共通规范、合同之债以及除侵权行为之外的其余法定之债，形成

王利明教授所称 “独特的合同中心主义”格局，〔１００〕侵权责任则延续民法通则的责任定位，

以权利保障功能居于法典尾编。〔１０１〕至此，从未有机会登上实证法舞台的债法总则正式宣告曲

终幕落。

结 论

　　立法史表明，债法总则之消亡历程，至少可上溯至 １９６０年代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从

１９６０年代开始，立法者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确立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二分格局———

此二分格局与以规范效力为标准的债物二分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致力于发掘侵权的责任色彩，

将当事人之间的平行请求视角转换为国家与侵权人之间的垂直惩罚视角，两相结合，意在财产

流转的合同 （对应民事义务）与代表权利保障的侵权 （对应民事责任）遂渐行渐远。其运行

轨迹，与在债物二分基础上拉近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的方向恰好相反。以自身体系完整的单行

法拼装法典的立法思路，则进一步强化了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各自独立的态势。最终，在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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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９６〕，王晨文。
参见前引 〔７８〕，王利明文，第７页以下。
关于侵权的认知与处置，立法者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似乎稍微有过犹豫。早于分则编率先颁行的民法总则第

１１８条第２款对债权所作立法定义是：“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
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将侵权行为纳入债的发生原因之列，此不同于民法通则。

杨立新教授指出，在此逻辑下，侵权之债本应与合同之债一道成为债编的一部分，或者紧随合同编之后，但

“出人意料的是”，侵权责任最终依然被置于法典末编，使债法 “身首分离”，侵权责任 “徘徊在债与责任之

间”的局面因此 “形成立法逻辑上的错位”。王利明教授亦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将合同编与侵权编在体例

上置于较近的位置，如将合同编作为侵权编的前一编”。不过，尽管觉得留有遗憾，两位对于侵权责任独立成编

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仍对侵权责任编发挥权利保障功能的重大意义与体系创新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参见杨立

新：《侵权责任：徘徊在债与责任之间的立法价值》， 《现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２页以下；上引王利明
文，第９页以下。



的立法惯性下，债法总则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民法典之舍弃债法总则，似无深厚的理论支撑，更多是立法惯性的结果。有学者叹之为债
法的悲歌，亦有学者誉之为法典的创新。债法规范遭到割裂，此难免令人遗憾。不过，债法总

则的独立设置并非法典体例的逻辑必然，更不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而法典体例亦非单纯理

性设计的产物，况且，尊重历史传统本身即是审慎运用理性的重要方式。悲歌也好，创新也

罢，对于法学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都是，该体例特点在科学上意味着什么，为法律体系的构

建、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带来什么，以及如何应对。理解体例特点如何形成，则是理解并恰

当应对上述问题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法典教义学乃是双面雅努斯神，一面朝向未来，一面回

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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